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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延傑《詩序解》及其《詩》學觀探析

車行健 *

一、前　言

陳延傑 (1888-1970)《詩序解》始作於一九二六年，一九三○年成書，一九三

二年由上海開明書店正式出版 1。此書顧名思義，似係針對傳統《詩經》學中極具權

威地位，向來被視為可以「該括章指」、「總測篇意」的《毛詩序》（本文簡稱《詩

序》、《毛序》或《序》，此專指《詩序》整體。若稱〈序〉，則指各別詩篇之〈小

序〉）2，所做的說解或解析。然而陳延傑卻以為：

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故《詩》可以興，

可以怨。竊獨怪夫《詩》緣情若此，而世人往往不能涵泳其言外之趣者，何

哉？蓋厄於《詩序》耳。3

絲毫沒有尊重《詩序》的味道。不只如此，他更聲稱：

余以詩言《詩》，不假《序》說。每治一篇，則朝夕隱几反誦，如讀唐宋人

詩然者，必直尋其歸趣而後已。4

本文為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民國時期罕傳經學論著之整理與研究：以羅倬漢、陳延傑與

蘇維嶽三家之著作為中心 (II)」（計畫編號：NSC 101-2410-H-004-109-）之部分研究成果。

* 車行健，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1 
陳氏自云此書「作於丙寅年，迄今歲庚午始成」。丙寅為 1926年，庚午為 1930年，則是書當

成於 1930年，遲至 1932年方正式出版。見陳延傑：〈敘〉，《詩序解》（上海：開明書店，1932

年），頁 1b。
2 
程大昌 (1123-1195)語，見氏撰：《考古編》卷 3，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

司，1985年），第 11冊，頁 17。
3 
陳延傑：〈敘〉，《詩序解》，頁 1a。

4 
同前註，頁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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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他寫作此書的目的是要直尋《詩經》的歸趣，而非僅止於對《毛序》的說解

闡析，如朱熹 (1130-1200)《詩序辨說》之類的著作，雖然朱熹的目的是欲「以

《大、小序》自為一編，而辨其是非」5。

其所尋之《三百篇》歸趣，從該書實際內容來看，大體就是一詩的詩旨大義，

如其解〈衛風‧碩人〉云：

此篇凡四章，首言其貴，次言其美，三章敘愛君之情，末詠河之水與物，蓋

思歸齊，故所望如此，大抵是詩寫婦人被棄，不安于衛，故其詞淒怨，有味

外味。6

陳延傑在尋味詩篇歸趣時，雖「以詩言《詩》」、「朝夕隱几反誦」，但仍須廣稽博

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探討出合理可信的說法，如其對〈魏風‧園有桃〉做如

此闡解：

《集傳》云：「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蓋不從續《序》刺儉之

說焉。《讀風偶識》云：「〈園桃〉乃憂時，非刺時。」「〈園桃〉所憂在國無

政。」《詩古微》亦云：「是興非賦，非刺儉之詩。」崔、魏二說近是。此詩

寫憂國之感頗沉著，殊不在〈黍離〉、〈兔爰〉下。方玉潤所謂「悲愁之詞

易工」者也。7

不過，陳氏說《詩》雖「不假《序》說」，但《詩序》畢竟是《詩經》學史中，

流傳下來最早且亦最具權威的解說，對《詩經》詩旨大義的把握，若完全不假借

《詩序》之說，是極不切實際的。所以《詩序解》在論列三百一十一首詩篇時，

其所撰述的體例亦是按照《毛詩》的編排方式，依十五〈國風〉、〈小、大雅〉與

三〈頌〉的次第，將各詩的篇名與〈小序〉的文字逐一錄出；在各詩的〈小序〉後

面，加案語闡發其所直尋之詩旨歸趣，而在案語中，時可見其對《詩序》及諸家之

說加以評析權衡；其個人之心得見解亦時表露於其中，此陳氏自謂「每有欣會，輒

筆之於紙，又集諸家之說」也 8。試舉一例以觀之：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

5 
〔宋〕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卷 2，頁 39。陳氏之說本於朱熹《詩序辨說‧序》。
6 
陳延傑：《詩序解》，卷上，頁 20b-21a。

7 
同前註，頁 37b。

8 
同前註，頁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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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案：〈序〉說殊非，朱子駁之曰：「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頗當。蓋此篇

正所以寫怨也。崔述說：「或果媵妾之所自作，或士不遇時者託之媵妾，以

喻其意，均不可知。」此二說皆可通。《詩經原始》以為「詩人託言棄婦，

以寫其一生遭際淪落不偶之心」，得詩旨矣。9

其論述模式大致如下：先列〈小序〉之說，案語首先否定〈序〉說，次引朱子辨駁

〈小序〉之說，再引崔述 (1740-1816)之說，以為朱、崔二說皆可通。復引方玉潤

(1811-1883)《詩經原始》說，以為確得詩旨。

由於陳延傑並不完全信從《詩序》，其立說又不假《詩序》，雖然《詩序解》

一書逐一引錄《詩經》各篇《詩序》之說，但陳延傑並未對各詩〈小序〉加以疏

解，無論是持正面的遵從或負面的疑廢態度；所以該書以《詩序解》命名，頗有名

實不符之嫌。而從其實際表現來看，陳延傑此書反而是在進行解消《詩序》權威的

作為（見第二節），這適與民國初年所興起的「反《詩序》運動」的潮流相一致。

林慶彰先生曾對此運動的源起、背景和內涵做過深入的觀察，他指出：

晚清的今古文學之爭，康有為以古文經為劉歆偽造，章太炎以六經為史料，

都足以降低經書的權威性。在清末民初內外交相迫的形勢中，學者逐漸拋

開今古文之爭的格局，擴大範圍來看傳統學術問題。當時的傳統學者，如劉

師培等人；新文化運動者，如胡適等人，都提出整理國故的想法。胡適強調

要還國故本來面目，並親自整理國故。如就《詩經》的整理來說，就是要把

《詩經》從聖經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進行的方法，先是切斷孔子與《詩經》

的關係，斷定孔子並未刪詩。其次是論定《詩序》非子夏所作，與孔門無

關。並指出《詩序》解釋觀點的不合理。這種批判《詩序》運動，實為整理

國故的一環。10

由此看來，陳延傑在當時撰作《詩序解》，似乎頗能反映和體現時代的風氣。

當時呈現反《詩序》運動的成果，據林先生對當時相關著作蒐集與整理的心得

可知，從一九二二年起，陸續有批判《詩序》的文章出現，一直延續到抗戰期間，

9 
同前註，頁 9a-b。

10 
林慶彰：〈民國初年的反詩序運動〉，《中國經學研究的新視野》（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2

年），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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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文章和專著約有二十餘種 11。但這些著作大多是以專題論文的形式出現的，陳

延傑的《詩序解》卻是用較傳統的表述方式，以《詩序》為基礎，來將《詩經》三

百一十一首的詩旨歸趣加以論析闡解，從而為《詩經》學界留下一部足以代表民初

時期反《詩序》一派的完整《詩》義說解著作。以此來看陳氏該書，此或為其極具

特色之學術表現。

二、《詩序解》的《詩》學立場與詮解進路

陳延傑言《詩》，既不假《序》說，復認為世人「厄於《詩序》」，故往往不能

涵泳《詩》篇言外之趣。且其於《詩序》之文辭表述、傳授來歷和解《詩》效果亦

多所致疑，如其於《詩序解‧敘》文中云：

《毛序》辭平衍，又多支蔓，絕不類三代之文，其不出子夏、毛公而為衞

宏所附益者，唐人已嘗言之矣。洎宋蘇轍起，始黜《序》，鄭樵著《詩辨

妄》，朱子著《集傳》，詆之尤甚。其後若呂祖謙、嚴粲、王質等，咸相與

附和，大都擺落舊說，爭出新意。繼而清儒崔述、方玉潤、魏源輩，又掊擊

《序》不遺力。凡此諸家說《詩》，類多能以意逆志，頗見詩人趣味。雖百

代之下，難以情測。然以視夫《毛序》之委曲遷就，穿鑿傅會，使《詩》之

本意隱蔽不彰者，倜乎遠矣。12

觀此可知其蔑棄《詩序》甚矣！然而對照陳延傑於一九三四年刊於《金陵女子文理

學院校刊》的〈讀詩經的幾個方法〉演講稿，卻又發現其對《詩序》的態度似乎不

甚如此決絕強烈，其云：

《詩經》為無題之詩，正如〈古詩十九首〉及阮籍〈詠懷詩〉等，蓋古人作

11 
同前註，頁 204。案：林先生係以鄭振鐸 (1898-1958)於 1923年 1月發表在《小說月報》14卷
1期的〈讀毛詩序〉（後收入《古史辨》第三冊）作為起始的時間，因此他在〈陳延傑及其詩

序解〉（收入《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

年〕）文中，就以 1923年作為批判《詩序》文章出現的起始點（頁 416）。惟此二文或作 1922

年，或作 1923年。相關討論又見陳文采：《清末民初詩經學史論》（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07），頁 104-118、130-131。又夏傳才 (1924-2017)《二十世紀詩經學》（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5年）第三章第二節亦討論反《詩序》運動，頗有襲用林先生之說者，參見頁 95-98。

12 
陳延傑：〈敘〉，《詩序解》，頁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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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多先有詩而後有題，又恆以篇首二字名篇，如〈關雎〉、〈葛覃〉等是。

故欲知一篇之意義如何，必先讀其詩，不可以篇名測之也。然《詩》義又

可于《詩序》中得之，因《詩序》可為《詩》之題。《詩經》之《序》決

非一人所作，而《毛詩》《詩序》與《傳》亦頗多矛盾之處，迨宋人歐陽修

輩出，《毛序》遂整個被推翻矣。如〈卷耳〉一篇《詩序》云「后妃之志

也」，《傳》解「后妃為使臣勞役而作」、〈凱風〉一首為頌揚母德之辭，陶

淵明為母作傳曾引徵之，《詩序》以為七子之母不安於室，則荒謬極矣。《毛

序》之中亦有與《詩》意相合者，讀者若能先明《毛序》而後取各家之說而

參證之，自能得《詩》之要旨矣。13

從此演講稿中可以看到，陳延傑對《詩序》並非持完全蔑棄的態度，而是承認其說

解中亦有與詩意相合者，因此他建議的做法是「先明《毛序》而後取各家之說而參

證之」。將《詩序》作為理解《詩》意的基礎，這個態度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算是

相當平實的。

但陳延傑實際的做法又是如何呢？根據陳文采的統計，《詩序解》對各篇

詩旨的闡釋，〈風〉詩駁《序》者一三三篇，採《序》說者二十七篇；二〈雅〉

駁《序》者九十六篇，採《序》說者十五篇；三〈頌〉駁《序》者二十二篇，採

《序》說者十八篇 14。雖然陳文采沒將具體駁《序》與採《序》的篇目列出來，但經

覆核檢證，上述數據大致不差。由此可知，在全部三百一十一首詩中，採《序》說

者總共只有六十篇，連五分之一都不到，僅占百分十九的比例。陳文采以此認為陳

延傑「對《序》說的絕大部分內容都提出了批駁」15。這個判斷應是可以成立的。

但無論是採用《序》說或反駁《序》說，在他來看，《詩序》只是理解《詩》

意的一個起點。他即使肯定《詩序》的說法，也還是會再加以補充、申述，甚至修

訂，並不會只滿足停留在《詩序》既有的闡說上。對他來說，對《詩序》的反思

與辨析只是達到理解《詩》旨的一個必經程序和基礎罷了，解析《詩序》和理解

《詩》旨可說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過程。

大體而言，陳延傑解析《序》說和理解《詩》旨的方法依據，主要就是靠著詩

13 
陳延傑講，秀徵記錄：〈讀詩經的幾個方法〉，《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校刊》第 10期（1934年），頁
9。案：本文為陳氏應金陵女子大學國學系同學所組織之國學研究會邀請之演講，由秀徵記錄。

14 
陳文采：《清末民初詩經學史論》，頁 119。

15 
同前註。



•   46   •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二十八卷 •第二期 南雍學人陳延傑研究專輯

文內證得出的文本判斷，以及根據詩文外證所做的論證。後者細分，又有先秦兩漢

典籍、漢人《三家詩》說和前賢《詩》說三類。這種判斷方式類似於朱熹在《詩序

辨說》中所提出的兩種判斷理據，即「詩文明白，直指其事」與「證驗的切，見於

書史」16。先秦兩漢典籍包括《尚書》、《左傳》、《史記》及漢人《三家詩》遺說。而

在這三類詩文外證的運用中，發揮最大作用的厥為前賢《詩》說的參證，這正是他

在《詩序解》的〈敘〉文明確提及所謂「集諸家之說」的撰作方式 17。所集諸家包括

〈敘〉中提及的宋儒蘇轍 (1039-1112)、鄭樵 (1104-1162)、朱子、王質 (1127-1188)、

呂祖謙 (1137-1181)、嚴粲等人，陳延傑讚美他們能「擺落舊說，爭出新意」；以及

清儒崔述、魏源 (1794-1857)、方玉潤等人，他亦稱許他們「掊擊《序》不遺力」。

他對上述諸家說《詩》的整體表現，給予「類多能以意逆志，頗見詩人趣味」的極

高評價，遠勝乎《毛序》的「委曲遷就，穿鑿傅會，使《詩》之本意隱蔽不彰」。

陳延傑顯然有意將他們視為同道，繼承他們的說《詩》路向。

在《詩序解》中，若將採《序》和駁《序》二種情況一起考慮，則可發現在上

述諸家中，引用蘇轍說者有九處，鄭樵說者一處，朱熹說者二○一處，王質說者一

二五處，呂祖謙說者十八處，嚴粲說者三十六處，崔述說者五十處，魏源說者六十

九處，方玉潤說者十三處。其中朱熹和王質之說占最大宗，幾乎可說構成了陳延傑

說《詩》的最主要參照系統 18。此外，在其實際徵引的前賢《詩》說中，尚有《詩

序解》〈敘〉中未直接稱道的歐陽修（1007-1072，九處）、曹粹中（一處）、章潢

（1527-1608，二處）、毛奇齡（1623-1716，二處）、王士禛（1634-1711，一處）、

姚際恆（1647-約 1715，二十處）、臧琳（1650-1713，一處）、陳啟源（十八

處）、惠周惕（一處）、戴震（1724-1777，一處）、王引之（1766-1834，一處）、

胡承珙（1776-1832，六處）、馬瑞辰（1777-1853，一處）等人。陳延傑表現在

《詩序解》中的研《詩》取徑，與其〈讀詩經的幾個方法〉的演講中所提出之「讀

者若能先明《毛序》而後取各家之說而參證之，自能得《詩》之要旨矣」的主張，

16 
〔宋〕朱熹集撰，趙長征點校：《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 21。

17 
陳延傑：〈敘〉，《詩序解》，頁 1b。

18 
陳延傑對王質評價甚高，對其《詩》說極度讚賞，在〈小明〉一詩之〈序〉解中，誇許他說

《詩》：「每毅然獨出心裁，不與人雷同，妙得縣解，其堅銳之氣，究越人一等矣。」（卷中，頁

70b）又，陳書受魏源《詩古微》的影響亦極大，除觀點論說的明襲暗用外，在《詩》學材枓，

尤其是所謂漢人《三家詩》遺說的徵引使用上，更有不少直接取於《詩古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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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謂若合符節。

林慶彰先生對陳延傑運用這三類詩文外證（包含《詩序》）以探求《詩》旨的

作法，提出三個面向的觀察：

其一，〔陳氏認為〕《詩序》雖為衛宏所作，所論詩旨如果合理的，仍加以

採用。其二，不受今古文的影響，《毛詩》屬古文，《魯詩》、《韓詩》屬今

文，魏源《詩古微》也是今文，祇要詩旨合理的，陳氏都加以採用。其三，

在宋人中既引疑古派的朱熹、王質，也引傳統派的嚴粲、呂祖謙。清代學者

則偏重引疑古派的姚際恆、崔述、方玉潤等人。由這些現象，可以得知陳延

傑在考訂詩篇詩旨時，並沒有漢宋學、今古文學派的意識，祇要認為正確

的，即加以引用。19

由此可知，陳延傑在研治《詩經》時，並未拘執於某一特定的門戶成見，這種立場

與其治《易》學的態度可說是一以貫之的。錢穆 (1895-1990)對陳氏的另一本經學

專著《周易程傳參正》也有「不守門戶，不矜創獲，實事求是，不知則闕」的評

論 20。

除了詩文外證的參照論證外，陳氏探求《詩》旨的方式主要還是從詩文本身

入手，強調對詩意的正確理解和詩趣的涵泳體會。如其討論〈定之方中〉詩旨，謂

「此篇經有明文，〈序〉說當得實」（卷上，頁 19a）；又謂「〈葛屨〉一篇，殆刺褊

之作，詩中已明言之」（卷上，頁 37a）；於〈玄鳥〉亦云：「詩稱『武丁孫子』，

則作於武丁之後者，其為祭高宗者近是，故〈序〉得以為據也。」（卷下，頁

107a）以為此三詩之〈序〉說可信，其所採取的判斷方式，即從作品詩文的內證中

得到直接的證明。同樣地，他也是從詩歌文意的理解出發，來判斷《序》說之不合

理，如其謂〈菁菁者莪〉「詩中未見有育材之義，〈序〉失之」（卷中，頁 60b）、

〈庭燎〉「詩無箴意，〈序〉說非是」（卷中，頁 62b）、〈蜉蝣〉「〈序〉謂刺奢，恐未

當」（卷上，頁 50b）、〈卷耳〉「〈序〉以此詩為后妃思念君子，恐不然」（卷上，頁

2a）。批評〈車舝〉「是篇詞旨和平，無風刺之意，〈序〉說太迂曲矣」（卷中，頁

75a）、〈鵲巢〉「〈序〉以為夫人之德，意頗牽強」（卷上，頁 6a）、〈木瓜〉「通篇無

19 
林慶彰：〈陳延傑及其詩序解〉，《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研討會論文集》，頁 422-423。

20 
錢穆為陳延傑此書申請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辦理之學術獎勵所撰〈審查意見表〉之評語，寫作

日期為 1947年 1月 26日。原件藏於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編號：5-1360(2)。



•   48   •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二十八卷 •第二期 南雍學人陳延傑研究專輯

一語及齊桓者，〈序〉說殊牽合」（卷上，頁 22b）、〈駉〉「詩中無務農重穀之意，

〈序〉說殊鑿」（卷下，頁 104b）、〈鴛鴦〉「〈序〉說殊附會」（卷中，頁 74b）。又

直斥〈公劉〉「〈序〉說殊晦」（卷中，頁 86b）、〈甫田〉「〈序〉語太泛」（卷中，

頁 73a）、〈都人士〉「〈序〉說殊謬」（卷中，頁 77b）、〈四牡〉「〈序〉說殊疏鄙」

（卷中，頁 55b）、〈韓奕〉「〈序〉說淺陋」（卷中，頁 90b）、〈甫田〉「〈小序〉所

說膚淺，非此詩之旨」（卷上，頁 35a）。復以為〈卷阿〉「〈序〉說不切」（卷中，

頁 87b）、〈下泉〉「〈大序〉疾共公侵刻，殊不得詩旨」（卷上，頁 51b）、〈東山〉

「〈序〉說似未得其旨」（卷上，頁 53a）、〈君子陽陽〉「〈序〉說殊窒礙」（卷上，頁

24a）、〈魚麗〉「〈後序〉內外始終之說，殊失理」（卷中，頁 58a）、〈蘀兮〉「此篇

謂刺忽，尤無情理」（卷上，頁 30a）、〈牆有茨〉「〈序〉說又斥宣姜，蓋亦揣度之

詞耳」（卷上，頁 17b）。

不止如此，陳延傑還會從意念或情意表達的完整、豐富及深刻與否的角度，來

評判《序》說。如其謂〈六月〉「〈序〉僅言北伐，猶未盡詩意」（卷中，頁 61a）、

〈我行其野〉「〈小序〉泛言之，似未能達意」（卷中，頁 64b）、〈白駒〉「〈序〉說

未必達詩人之意」（卷中，頁 63b）。又認為〈關雎〉「古今聚訟，大抵多以為求

賢妃，配君子，諷刺王室，然終覺詩意有未能達者」（卷上，頁 1a）。更以為〈桃

夭〉：「若如〈序〉說，則其意愈狹，且不知何預后妃事焉？」（卷上，頁 3a）此

外，陳延傑有時也會從詩歌創作主體與詩歌文體的方向進行判斷，前者如判斷〈正

月〉「〈序〉以爲刺幽王，恐非詩人語氣」（卷中，頁 66a）。後者則如謂〈螽斯〉之

〈序〉「不妒忌則子孫眾多」，為「殊不達此詩之體」（卷上，頁 2b-3a）。不論是對

《詩序》的駁斥或對詩旨文意的理解，對陳延傑來說，基礎還是建立在對詩歌的涵

泳體會上，在論〈頍弁〉詩意時，他有如此的心得：

此詩寫王者燕兄弟親戚，其情頗相通，而優柔紆餘，甚有悲涼之概，非涵泳

浸漬，何能得其意哉？（卷中，頁 75a）

陳延傑結合詩文內部文意的理解和詩文外部典籍的參證之詮解進路，使其得以藉

由以對漢人《詩序》舊說反思辨證為基礎，「先明《毛序》而後取各家之說而參證

之」；且進一步透過「以詩言《詩》」的方式，涵泳詩歌的言外之趣，擺脫《毛序》

的權威錮桎，「不假《序》說」，直尋《三百篇》的歸趣。這種箋注方式，與他早

年的《詩品注》可說是一致的，在一九二五年寫就的《詩品注‧跋》中他即聲稱：

昔裴松之注《三國志》，劉孝標注《世說新語》，並旁稽博考，發揮妙解，



•   49   •

陳延傑《詩序解》及其《詩》學觀探析南雍學人陳延傑研究專輯

且以補本書之所不及，非但釋文已也。今余所注，竊慕斯義，所以擁篲清道

者，亦企望將來君子之塵躅云爾。21

《詩序解》不純然為完整的《詩經》注釋，難以比擬裴、劉二書之注。但陳延傑所

標舉的「旁稽博考，發揮妙解」的原則，依然可見其貫徹運用於《詩序解》中。

旁稽博考者，廣泛參證先儒說《詩》成果也；發揮妙解者，涵泳言外之趣，以

詩言《詩》，直尋歸趣也 22。

三、陳延傑《詩序解》對詩意的涵泳體會 
及其整體《詩》觀

陳延傑既持《詩》緣情說，深怪世人往往不能涵泳其言外之趣，主張以詩言

《詩》，用讀唐宋人詩歌的方式，直尋《詩三百》之歸趣，即可探求其中之「風雅

餘味」，「而悠然見詩人之志」。在他看來，《詩》所緣之「情」和《三百篇》詩人

所言之「志」是相同的，「情即志也」23。而「《三百篇》、《楚辭》，以及漢、魏以來

各時代詩人，莫不有所感，而一發之于詩也」24。如何感？又如何發？他嘗揭櫫作詩

三條件：

情、事、景是也。事者，據事直書，無所假借，凡題中所有事皆敘之。景

者，即境界也。凡草木鳥獸，山水蟲魚，能迴巧獻技者，皆可資助之。所謂

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者，庶幾近之。情者，詩人之懷抱也。人秉

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故志即情也。《詩三百篇》，大抵

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三者缺一不可，缺則不復能成格，遑論詩乎？ 25

他也從這三個面向來涵泳《詩三百》之歸趣。論詩中所敘之事者，有〈唐風‧無

21 
陳延傑：〈跋〉，《詩品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重排印行），頁 158。案：此〈跋〉原為

該書 1927年初版之書前自序，1961年重排版將此序移至書末，改稱〈跋〉。
22 
陳文采歸納陳延傑說《詩》原則有三：「一是駁《毛詩序》的牽強附會；二是主張三百篇皆緣情

之作，當『以意逆志』，涵泳言外之趣；三是取歷代反《序》論點，斟酌情理、史事，以推求最

接近作詩者情意為依歸。」（陳文采：《清末民初詩經學史論》，頁 123）論述方式雖稍有不同，

但結論大體一致。
23 
陳延傑：〈總論〉，《詩品注》，「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句注，見頁 6。

24 
同前註。

25 
陳延傑：〈論以一部論語入詩〉，《斯文》，第 2卷第 12期（1942年 5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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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一詩，謂此詩「蓋詩人據事直書，而〔晉武公〕其惡亦自昭著于萬世者焉」

（卷上，頁 42a）。又如說〈大田〉，「此詩專寫農家播種西成，極閒淡有味」（卷

中，頁 73b）。對〈載芟〉所敘之事尤有深刻把握：

此詩歷言耕作之勤、收穫之豐，以及祭祀等。其間物態事情，燦然可睹，概

然想治世和樂之氣象。（卷下，頁 101b）

陳延傑又常從詩畫合一的觀點，來對詩人的敘事技巧予以讚揚，如說〈定之方中〉

「是詩寫卜築勸農情景，宛然入畫」（卷上，頁 19a）、〈良耜〉「此篇寫農人冬作，

情景若畫」（卷下，頁 101b-102a）。又論〈六月〉：「此詩敘吉甫盛暑出師，有栖栖

不遑之勢，末言凱旋飲至，意閒而冷，眞筆端之良工也。」（卷中，頁 61a）

對詩境的闡述者，如謂〈何草不黃〉與〈苕之華〉「詩境並窮仄，皆近乎風

者」（卷中，頁 80a）。說〈東門之墠〉「造境超遠，甚有懷想之志，令人讀之，忘

其淫靡矣」（卷上，頁 30b）、〈蒹葭〉「寫蒹葭霜露，其境悠以遠，故反復歎美，若

不勝其驚喜之情焉，其風味固亦敻絕矣」（卷上，頁 44a）。其對〈月出〉詩境之抉

發尤甚富美感：

蓋當皓月之際，感其所見，思而不可得，憂愁靜默，託興無端，此風詩之旨

焉，而意境幽峭矣。（卷上，頁 48b）

對詩中情感的體會，更是陳延傑說《詩》的一大特色，如謂〈邶風‧柏舟〉「寫婦

人煩寃壹鬱之情頗沈著」（卷上，頁 11a），從〈渭陽〉詩中讀出其中「情意勤拳不

已，自可動人，慨然想見攜手渭南之狀，蓋離思蒼然矣」（卷上，頁 45b）。但他所

體會出的情感，不只是詩人在詩中所表現出來的，更有身為讀者的陳氏在閱讀時所

引發出來者，如其讀〈凱風〉：「寫其母劬勞困苦之狀，悽然若泣，讀此詩者，誰不

為之酸楚哉？」（卷上，頁 13a-b）讀〈載馳〉：「此篇寫其傷宗國之滅，苦語真情，

頗微婉動聽，千載下讀之，亦不覺悲愴生于心矣。」（卷上，頁 20a）讀〈白華〉：

「蓋此詩詞旨悽惋，情喻淵深，讀之輒令人悲咽不自已。」（卷中，頁 78b）

陳氏從詩歌創作的角度，認為事、景、情，三者缺一不可，這也體現在他對

《詩三百》詩意的掌握上，如謂〈東門之楊〉：

蓋是詩寫男女相約，昏以為期，而女留他邑，星曉不至，詩人造此境界，足

以抒情矣。（卷上，頁 47b）

男女相約，昏以為期，乃詩中所述之事；而黃昏、星曉則為詩人所造之境；其中情

感即由所述之事和所造之景中抒出。又如其謂〈采薇〉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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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寫征戍之苦，及歸途景物，悽愴動人，非身歷其境者，不能道其彷彿，

殆戍役歸者所自作也。（卷中，頁 57a）

戍者征戍及歸鄉，所敘之事也。詩人歸途所歷之景物，所造之境也。詩人所寫征戍

之苦和歸途景物之悽愴動人，其情則由所敘之事和所造之境中生出也。

有趣的是，陳延傑在涵泳體會詩旨之餘，也常會對詩歌作品生發「反照自身」

的生命存在通感，從而展現出「反身性詮釋效用」26，甚至做出「情境式的詮釋」。

這種反身性的情境式詮釋，有針對陳延傑所身處之大時代者，如其論〈王風〉十

篇：

王即東都王城，乃平王以亂徙居者，故其風多亂離之作，詞怨以怒，怊悵不

已，亦可想見當世之困且散矣。蓋王室播遷，人民飄蕩，或故宮禾黍，蒿目

傷懷；或征夫移軍，金閨永歎；或隱居避亂；或遠戍不歸，又有室家相棄，

流離失所，非陳詩何以寫其悲憤哉？（卷上，頁 26a-b）

《詩序解》作於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年間，但陳延傑卻曾於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

年間，兩度躲避軍閥戰亂，逃離南京。作於一九二四年的〈甲子十月十三日自滁州

避亂，乘土車行三十五里，是夕宿水口，翌日早發，行七十里，抵浦口，晚過江

還家，作一首〉，和作於一九二五年的〈乙丑九月十八夜發板浦避兵，廿四日抵鹽

城，越二日乘舟還金陵，中遭風覆舟，幾沉溺，衋然賦此〉27，二詩皆述其「隱居避

亂」情狀，豈其所謂：「非陳詩何以寫其悲憤哉？」

又有聚焦於其個人遭遇之小時代者，如其對下述諸詩的詮釋：

〈北門〉：此篇寫窮困之狀，直無所告訴，詩殆寫苦悶者耶？（卷上，頁 15b）

〈考槃〉：此敘賢者肥遯山中，不交當世，翛然有以自樂，初與君不相涉。孔

子曰：「吾于〈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于世。」信夫！余讀此詩，神為

之往矣。（卷上，頁 20b）

〈汾沮洳〉，魏源說：「〈汾沮洳〉，刺賢者不得用，用者未必賢也。『公

行』、『公路』、『公族』，皆貴游子弟，無功食祿，而賢者隱處沮洳之間，

采蔬自給，誰知其才德高出在位之上乎？」其說本《韓詩外傳》，頗足達

26  此概念係顏崑陽先生所提出者，參氏撰：〈生命存在的通感與政教意識型態的寄託：中國古代文

學「情志批評」的「反身性詮釋效用」〉，《思與言》第 53卷第 4期（2015年 12月）「情志批評

與中國文學研究」專號。
27 
此二詩皆見其撰《晞陽詩》，家藏手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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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余讀是篇，心為之嚮往矣。（卷上，頁 37a）

陳氏感〈北門〉寫窮困之狀，以為詩寫苦悶者；又因孔子讀〈考槃〉見遯世之士而

無悶於世，神為之往；復因魏源說〈汾沮洳〉係賢者隱處，采蔬自給，而心為之嚮

往。陳氏早年詩作，常有苦吟飢貧之句，如〈雨晴過田舍〉有「我負窮巷居，文字

愧碌碌。簞食亦不營，何以自結束？儻遇植杖翁，躬耕山之麓」句。又如〈秋夕貧

居書懷〉有「古簾缺月寥天碧，吾愛吾廬貧更幽」句；於〈江行曉望赤壁山〉發出

「我為飢所驅，栖栖羈塵鞚」之歎；〈冬月廿四日自武昌還金陵〉亦自訴「我一蓬廬

士，養真不待賈，頭責寒與飢，行役鄂之渚」；而〈雪中溪行〉更苦吟「貧居莫問

鐺無粥，吟雪溪頭可療飢」，儼然一窮困文士 28。其詮解上述諸詩時，或不免有自身

處境及情感的投入，而產生「反身性詮釋效用」歟 29？

身兼詩人與詩文評家的陳延傑，論《詩經》固然重視詩歌緣情的一面，但他亦

沒有忽視《三百篇》攸關政教風俗的詩用的一面。他於一九三六年，應中央大學國

文系同學會之邀，發表題為「學詩之法」的演講，完整地闡述了他的詩教觀：

清焦里堂謂詩非說理，迺在言情，此與《書》所謂「詩言志」者，意正同

也。蓋詩由心生，觸物而發，動於自然，感於無形，有關于政教風俗者，至

大且巨。世之碩彥或有未省，以詩多吟風弄月之作，模山範水之什，遂詆為

小道，視若末技，從而非之，不亦謬與？旨哉孔氏之論《詩》也，其言曰：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本是四者，證諸《葩經》

三百，亦無不一一脗合。〈關雎〉述淑女之配君子，〈樛木〉興黎民之附人

君，〈葛覃〉、〈黃鳥〉之辭，或比盛德，或喻令聞，若此之屬，借物興感，

28 
〈雨晴過田舍〉刊於《學衡》第 14期（1923年），「文苑‧詩錄一」，頁 1。餘四詩皆收入《晞陽

詩》中，創作年代在 1921至 1925年間。
29 
陳氏的反身性詮釋行為，在他後來的著作中仍持續有所表現，如其出版於 1938年的《張籍詩

注》（上海：商務印書館），在其〈序〉中，他自述寫作動機，云：「籍廢于俗輩，而獨以詩名，

其天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平者歟？水部詩自宋以來無注者，余頗惜之。余

窮臥溪山，亦以身廢，既為郊、島詩作注，又感水部之寒餓，復注其詩，令後之學者，得以知

其志焉。」（見氏撰：《張籍詩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頁 1-2）陳延傑本任教

於南京中央大學中文系，卻於 1936年 7月被裁員，不再延聘，主其事者，系主任汪東（旭初，
1890-1963）也，此當為陳延傑窮餓之因（參見拙著：〈南雍學人陳延傑及其經學論著之整理〉）。

其〈序〉、其《注》，迨亦有感而發，與張籍遭際適產生反照自身的生命存在通感，而有不平之

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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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美或刺，皆所謂「可以興」者是也。讀〈汝墳〉而識政教之暴；誦〈漢

廣〉而知世化之淳；夏日冬夜，〈葛生〉寫思夫之怨；御窮詒肄，〈谷風〉

道逐婦之情；〈螽斯〉美周室子孫之盛；〈七月〉述農家耕稼之勞；夷狄交

侵，淮土之鼓鍾不絕；兵亂相仍，室家之常道乃乖；（〈中谷有蓷〉），黎侯

興〈式微〉之歎；周士有〈黍離〉之感；〈載馳〉載驅，閔祖國之顛覆；〈何

草不黃〉，傷宗周之漸彫；若此之屬，讀其詩而識其國之盛衰，辨其辭而明

其俗之隆殺，皆所謂「可以觀」者是也。〈鹿鳴〉呦呦，嘉賓式樂；〈伐木〉

丁丁，友生是求；〈常棣〉之華，傷管蔡之失道焉；〈女曰雞鳴〉，警君子之

好朋焉，若此之屬，皆所謂「可以群」者是也。〈伐檀〉譏小人之尸位；〈碩

鼠〉刺有司之重斂；〈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正月〉識賢者之傷遇，而

〈小雅〉尤多怨誹之音，比興之辭，若此之屬，皆所謂「可以怨」者是也。30

在他看來，這些原則不只適用於《三百篇》，「漢魏以來詩篇，亦罔不如是」。他呼

籲聽者：

當今神州板蕩，海內鼎沸，誠能有具此四者之詩人，出而砥勵氣節，評隲得

失，以詩作諫，以情感人，則抑亦國家人民之幸。赴仁蹈義，願同希夫前

賢；勵志篤行，是所望于諸生。31

最後總結道：

觀文山〔案：即文天祥〕、叠山〔案：即謝枋得〕之蹈死不悔，詩教之為力

豈小也哉！ 32

整體來看，陳延傑對《詩經》的看法有重視其具有詩歌緣情本質的一面，亦

有強調興觀群怨的政教致用的一面；前者可謂之「詩之體」，後者則可謂之「詩之

用」。而此體用觀亦可貫徹至後世的詩歌中，因此其「《詩》觀」即其「詩觀」，

《詩三百》與漢魏以下詩歌原理相通一致。此所以其論《詩三百》可以用讀唐宋人

30 
陳延傑講，尤敦誼記錄：〈學詩之法〉，《國風》月刊第 8卷第 5期（1936年），頁 194-195。

 
又此場演講彭鐸 (1913-1985)亦將其重點筆記整理下來，以〈學詩之法─陳仲子先生在國文系

同學會講〉為題，刊於《國立中央大學日刊》，1936年 4月 28日（1669期，頁 3482）和 4月 30

日（1671期，頁 3488-3490），可以參看。
31 
同前註，頁 195。

32 
陳延傑演講，彭鐸整理：〈學詩之法─陳仲子先生在國文系同學會講〉，《國立中央大學日刊》，

1936年 4月 30日（1671期），頁 3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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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的方式來「以詩言《詩》」的理論基礎。

四、結　論

從陳延傑不假《詩序》，不拘執今古漢宋的門戶之見，以及以詩言《詩》的說

《詩》立場與進路來看，他確實較近於林慶彰先生所謂民國初年反《詩序》運動陣

營的一方，而遠離強調專門之學，嚴守今古或漢宋立場的《詩經》學者。且其直尋

詩之歸趣，不沾黏於名物訓詁之詮解方式，亦頗近於梁啟超 (1873-1929)所謂清代

獨立治《詩》三大家姚際恆、崔述和方玉潤等之說《詩》風格 33。

陳延傑出身兩江師範學堂，嘗任教於南京中央大學中文系，與王瀣（伯沆，

1871-1944）、吳梅 (1884-1939)、黃侃 (1886-1935)、汪辟疆 (1887-1966)、胡小石

(1888-1962)和汪東等人同事，同為南雍學術的一員。一般認為，南雍學術整體學

風偏於守舊，不同於新文化運動者所倡導的趨新學風。其中黃侃與汪東皆為章太炎

(1869-1936)門下，對國學研究和傳統文化所持之保守立場，與北方新文化健將更

形成一強烈的對比。以黃侃的治學態度而言，章太炎在黃侃過世後曾對他做了蓋棺

論定式的評論：

說經獨本漢唐傳注正義，讀之數周，然不欲輕著書，以為敦古不暇，無勞于

自造。清世說制度者若金氏《求古錄》，辨義訓者若王氏《經義述聞》，陳

義精審，能道人所不能道，季剛猶不好也。或病其執守泰篤者，余以為昔明

清間說經者，人自為師，無所取正。元和惠氏出，獨以漢儒為歸，雖迂滯不

可通者，猶順之不改。非惠氏之戇，不如是不足以斷倚魁之說也。自清末訖

今幾四十歲，學者好為傀異，又過于明清間，故季剛所守視惠氏彌篤焉。獨

取注疏，所謂猶愈于野者也。34

黃侃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陽曆十二月七日）的日記中，曾有如下紀錄，或

可印證章太炎之說：

33 
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7年），頁 184-185。黃忠慎《清

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研究：姚際恆、崔述、方玉潤》（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2年）一書對

此三家進行專門深入地研究，可參看。
34 
章太炎：〈中央大學文藝叢刊黃季剛先生遺著專號序〉，程千帆、唐文編：《量守廬學記：黃侃的

生平和學術》（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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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毛詩》，以牟廷相《詩切》中諸妄說錄示學士，俾知今日新學小生率臆

說經之不足為奇，祇足為戒。35

南雍國學的另一代表人物曲學大家吳梅，雖不以治經名世，然其日記中亦記載

許多研讀經書的心得，如其於一九三六年八月廿五日（陽曆十月十日）記道：

取朱子《詩經集傳》讀之，至〈鄭風〉止。細按仍宗〈小序〉，惟所指淫奔

諸篇，雖各有所本，愚意終覺未安。36

又其於一九三五年八月廿八日（陽曆九月二十五日）更如此記道：

與伯沆論《詩經原始》，渠竭力推服，余以為不宗毛、鄭立說，凭臆論斷，

雖所疑甚是，已開後人非聖之漸。況遠如姚際恆、崔東（璧）﹝壁﹞，近如

胡適之、顧頡剛等，不主故訓，肆口武斷，我輩正不必為之推助矣。伯沆亦

知此弊，故云語語有根柢，實則亦姚氏之學而已。37

陳延傑治經，於《易》參正《程傳》，說《詩》不取《詩序》，獨許王質，雖

云不守門戶，然於漢宋學術以及敦古和趨新的學風之間，其所表現者似頗與黃侃、

吳梅等南雍學術之主流人物異趣 38。觀其治《詩》，雖不假《序》說，卻不曾廢棄孔

子興觀群怨之詩教立場；又嘗力倡讀經之重要 39，與北方新文化運動之反《序》疑

經，甚至於反對以孔子為代表儒家主流學術文化等之激烈主張，仍有天壤之隔。以

此觀之，陳延傑實仍近於南學而遠於北學也。

35 
黃延祖重輯：《黃侃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上冊，頁 285。

36 
王衞民編校：《吳梅全集‧日記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下冊，頁 791-792。

37 
同前註，頁 617。

38 
南雍學人對傳統國學所持之立場，亦非一律。吳梅不喜方玉潤《詩經原始》之說《詩》，與王

伯沆爭論。然汪辟疆就曾在〈讀書舉要〉「下篇」中將方書與陳奐《詩毛氏傳疏》和朱熹《詩集

傳》並舉，以為「頗多新解」，可與其他二書「任取其一讀之」（見《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 20-21）。
39 
陳延傑：〈大學國文教材應注重讀經〉，《高等教育季刊》第 2卷第 3期（1942年 9月），頁 74-

78。




